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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在全球治理的视域下，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

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要求。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以《公约》为基本的法律准则
和行为指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有效应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是我

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工作追求，又是我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能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积累了新的经验和教训，迫切需要我们不断以

新的理念新的方式，从多个层面积极关注和研析，以新的姿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并

扮演好自身重要角色。
———广州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 卢汉桥研究员

中国反腐败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进展、
问题与对策: 基于 UNCAC的评估

姚 诗

(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腐败犯罪法网不断严密化，立法价值取向和司法解

释立场逐渐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UNCAC) 靠拢; 高官腐败问题得到大力治理。但是，中国刑法
和 UNCAC相比，还存在规制范围较窄、刑罚设置不够合理、出罪或轻处事由设置不当、配套规定不
健全等问题; 中国反腐败实践中则存在反腐机构内部协调机制不畅、司法机构独立性欠缺、监督体
系不够清晰、司法能力尚显不足等缺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规定，健全配套制度建设;
强化反腐败机构地位，优化机构职能与衔接，加强反腐败机构的内外部制约，切实提高司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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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重视腐败惩治和预防。自 2005 年加
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UNCAC) 至今，中国力求从
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两方面入手，遏制和消减腐

败现象。十年来，中国作出了何种改进、取得了哪些
成效，有必要及时厘清; 目前的反腐败工作存在什么

问题，应如何应对，亦需展开研究。

一、近年反腐败工作进展

( 一) 法律制定

作为 UNCAC以及各国打击腐败犯罪的最有力
工具，刑事法律的规定值得关注。中国加入 UNCAC



时，其刑事法律规定和 UNCAC 相比还存在极大差
距，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的刑事法网过于稀疏，很
多行为在 UNCAC 被认定为犯罪，但在中国并不作
为犯罪处理。为此，中国加快了立法修改的步伐，
2006 年至 2015 年期间出台了 4 个刑法修正案，对
刑法中的反腐败犯罪规定进行较大幅度的补充和修
订，取得了两大显著成效。一是刑事犯罪法网得以
严密化。目前，除外国公职人员、公共组织官员受贿
罪外，UNCAC中的相关犯罪都能在中国刑法中找到
对应的规定，①且中国结合国情规定得更加系统。
以 UNCAC第 15 条贿赂本国公职人员为例，中国从
主体区分的角度规定了 9 个条文共计 8 个罪名，关
于渎职犯罪，中国刑法则规定了整整一章共 23 条。
二是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更贴近 UNCAC。新法吸
收 UNCAC“行贿和受贿并重”的精神，严格行贿罪
特别自首规定; 在贪腐犯罪中大规模增加罚金刑，提
高刑罚针对性，提升刑罚预防力度;［1］修改贪污受贿
罪的处罚标准，使定罪量刑更体现犯罪本质。② 除
了刑法之外，在中国具有准法律之称的司法解释也
对刑法中相关腐败犯罪条文的大量用语作出了倾向
于 UNCAC立场的司法解释，使中国的刑事立法富有
弹性和张力，能够及时惩处多种多样的贪腐犯罪。例
如，关于贿赂类犯罪的对象“财物”，过去仅指有形
物，但司法解释明确“财物”进一步扩大，包括财产性
利益。③ 关于贿赂类罪中要求的“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限制犯
罪成立的要件，最高院都作出了扩大解释。④ 此外，
最高院还吸收 UNCAC 降低腐败犯罪刑事证明难度
的精神，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大量推定情形。⑤

( 二) 法律实施

近年来，中国的反腐败实践取得了重大进步，司
法机关出重拳打击腐败犯罪，查处了大量贪腐案件。

2008 年至 2012 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
13. 8 万件，判处罪犯 14. 3 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
国家工作人员 13 173 人( 含厅局级 950 人、省部级
以上 30 人) 。2013 年，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
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2. 9 万件，判处罪犯 3. 1 万
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100 万元
以上的案件 2 581 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
工作人员 2 871 人。2014 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
赂等犯罪案件 3. 1 万件 4. 4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
6. 7%和 5. 2%。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3 664 件，同比上升 42%。［2］中
国将“高官腐败”作为反腐败工作重点，包括周永
康、令计划、徐才厚、谷俊山、阳宝华、韩先聪、魏健、
曹立新等 50 余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均受到司法处
理，成果显著。总结实践工作中的经验，值得进一步
推广的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畅通犯罪发现渠道。
在内部监督方面，中纪委加强巡视，公开“巡视清
单”和“整改清单”，确保巡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
力; 强化审计，明确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和审计方式、
时间与频率。外部监督上主要是畅通举报渠道: 最
高检与 1 161 个地方检察院建立网上举报平台; 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开辟了举报专区，指导群众

进行举报; 通过“案件查处”板块，第一时间公布几
乎所有省部级官员被查处的消息。二是优化司法权
和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厘清反腐机构间的分工。
中国实行多机构反腐模式，反腐败机构主要包括纪

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过去由于机构间分工不合
理，纪检监察机关对于一些已经触犯法律的行为人

进行“内部处理”，不将其移交到司法程序中，检察
院也无法介入，导致放纵了腐败犯罪。［3］但是，近年
来这一现象正在迅速改善，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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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增加了 3 个行贿类犯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以及对有影响力之人行贿
罪) 和 1 个受贿类犯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扩大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类犯罪的主体，将腐败犯罪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

具体做法是取消现行刑法典中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数额 +情节”并重的二元弹性模式。
( 参见: 王剑波，景景:《受贿罪量刑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6 期)

参见: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 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参见: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例如，在挪用公款罪中，行为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推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意图，成立贪污罪; 在洗钱罪中，对

于“明知”列举了多种推定情形，从而使得间接故意甚至一部分“应知”的情形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处理，有效放宽了主观要
件。( 参见: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是实行了严格
的纪法分开，将党纪处分范围和刑事处罚范围进行
了区分，避免以纪代法、越俎代庖。

二、存在的问题

( 一) 法律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 UNCAC第四章规定的腐败犯罪在中国刑
法中基本能找到对应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规
制范围较窄、刑罚设置不合理、出罪或轻处事由设置
不当、配套规定不健全等问题。
第一，规制范围过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

规定缺失或虽有规定但涵摄范围过窄。比如，在贿
赂类犯罪的行为方式上，中国仅规定了索取、收受贿
赂，给予贿赂，但没有规定“约定”贿赂，许诺、提议
给予贿赂; 行为对象上，中国的“贿赂”仅包括有形
物和财产性利益。① 在挪用类犯罪对象上，仅规定
公款和救灾、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等，而
不包括其他类型的财产，这使得挪用非特定的公物
在中国无法构成犯罪。二是含义不清晰。例如，利
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现行司法解释对“关系密切”的
解释易造成处罚漏洞;“影响力”仅包括实际影响力
还是也包括“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尚不明确。［4］

再如，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主体，也有疑

问。② 此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本人不能说
明其合法来源的”规定性质尚待厘清。该规定究竟
是举证责任倒置还是被告人抗辩权，在司法实践中

还有争议。倘若是后者，将导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的查处力度降低。③

第二，犯罪成立要件过多。贿赂和贪污挪用两
类犯罪成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例如，贿赂类犯罪
中一般规定了“谋取( 不正当) 利益”，这一要求与法
益保护目的不符，与“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相重
复，且其含义在实践中难以把握，④易成为犯罪嫌疑

人逃脱刑事判罚的借口，以及“感情投资”等新兴行
受贿方式入罪的障碍。［5 － 7］再如，行贿类犯罪的特殊

自首的规定使得行贿人无需投案自首也能使其享受

比投案自首更大的宽宥空间，且其中“被追诉前”这
一规定可轻易使行贿人免除处罚。⑤ 此外，挪用公
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和“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较
大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等规
定限定了本罪适用。前者将单位挪用排除在外，且
将“谋取个人利益”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构成
要件认定挂钩，与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不符。［1］后
者架空了个人挥霍型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规定，且给

司法实践带来困难。⑥

第三，刑罚设置不够合理。一是行贿类犯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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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导致中国司法在面对诸如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问题时，难以很好地处理。中国法院曾以嫖资作为受贿罪
入罪数额，但显然并不妥当。

中国刑法条文中使用“明知”“提供”“协助”等词语，似乎将上游犯罪主体排除在洗钱罪主体外; 学界也依据“不可罚的
事后行为”理论对此予以支持。中国司法实践也持此观点。但是，从 UNCAC和国外规定来看，应包括上游犯罪主体，把上游犯罪
本犯排除于洗钱罪主体之外容易轻纵犯罪分子。( 参见: 阮方民:《洗钱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从 2001年至 2011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字为零，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
职务犯罪案件相比，本罪的查处率是非常低的。目前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将其理解为被告人的抗辩权。被告人只需说明财产
的明确来源，而无需说明来源的真实性，线索是否真实仍由控方证明，被告人的说明只需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无须达到举证责

任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行为人为了逃避处罚，往往会编造各种关于收入来源的口供，检察机关
几乎无从调查核实，对这种数额巨大，但是处罚幅度又很小，却耗时耗力的犯罪，从诉讼策略上往往就会放弃查处。

何为“不正当利益”难有定论，主观上是否存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难以查明; 从法益保护看，不管是否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都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或者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 还导致单位行贿罪

难以认定。( 参见: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王作富，但未丽:《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与中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法学杂志》，2005 年第 4 期。)

根据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都可从、减轻。实践中，大部
分职务犯罪案件最先由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调查，据此，只要行贿人在这一调查阶段交代了行贿事实，进入司法程序后都有从、
减轻的可能。( 参见: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甚至二者与其他一般性使用活动之间常常是一种混合关系，司法机关准确判断公款具体用途

困难且无必要，尤其在司法解释对各种使用方式的立案数额有不同规定时更加难以判断。( 参见: 程兰兰: 《挪用公款罪犯罪
构成之重构》，《政治与法律》，2013 年第 1 期)



除行贿罪外，其他行贿类罪的最高刑过低，①行贿类
犯罪的入罪标准过高，②这使得行贿者较易因法定
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达到适用缓刑的条件，导致
行贿缓刑率畸高。二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最高为
15 年有期徒刑，低于普通受贿罪的规定，这可能成
为受贿官员规避犯罪的途径。③ 三是洗钱罪 10 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及较低比例罚金的刑罚配置和其他国
家相比明显偏低，尚不足以威慑洗钱犯罪。④ 显然，刑
罚设置不合理将大大削弱刑法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
第四，配套规定不健全。在尚未健全其他法律

的情况下，刑法的实施势必受到影响。目前明显的
缺陷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缺
乏“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作为前置程序，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本罪的虚置; ⑤二是在对证人、鉴定
人、被害人等的保护上，仅依赖新修订的刑事诉讼
法，其保护范围过小( 仅限于证人) ，保护程序启动
限制过多( 部分犯罪中需保护对象向司法机关申
请) ，保护制度运行机制不畅( 主体责任不明、法律
后果不清晰、保护措施不完善) ; 三是对举报人的保
护不够，仅有一条刑法规定进行事后惩罚，而没有相
应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规定相配套和衔接; 关于举
报人的权利和义务、举报人的保护和奖励等问题，规
定抽象、原则，法律层级低。
( 二) 法律实施中的缺陷
相比法律文本中的不足，中国在反腐败实践中

的问题更多是机制性甚至体制性的，克服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一是反腐机构内部协调机制不畅。这一问题易

导致案件难以查办或拖延案件查办时间。例如，在
处理与相对行为人贪污贿赂案件有间接关系或无关
系的非职务行为罪行时，无明确的法定依据，造成案
件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推诿，无形中影响
了诉讼期限，成为超期羁押的一个原因。［8］再如，纪
检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有时在犯罪惩治上的方针不
同，具体办案部门无所适从。⑥

二是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欠缺。中国存在严重的
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9］具体表现在: 地方党委领
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司法的矛盾没有得到解
决;人大对司法机关的变相干预未能革除; 行政权对
司法权的财政统管仍在继续。这使得腐败案件的调
查和审理可能会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特别是个别领
导的影响，破坏司法公正，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
三是监督体系不够清晰，内部监督和审计工作

薄弱。中国承担政府内部监督任务的部门为监察部
门和内部审计部门; 政府之外的监督机构为纪检机
关和审计机关。但目前的情况是，纪检机关和行政
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政府内部和外部监督混同; 内部
审计人员少、地位低，形同虚设，无法进行内部监
督。⑦

四是腐败案件查办手段和机制尚待健全，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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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如对单位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均只有一个量刑档，法定最高刑分别为有期徒刑 3 年和 5 年。
中国司法解释规定，行贿数额 1 万元设为行贿罪的起刑点; 而且，在情节一般的情况下，“个人行贿数额在 10 万元以

上、单位行贿在 20 万元以上的”才符合对个人及单位行贿罪的追诉标准。
一些贪官可能利用一些“特定关系人”来经手受贿，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参见: 王琳:《新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要

两面看》，《广州日报》，2009 年 10 月 17 日)
多国刑法对洗钱罪设置了极高的刑罚。美国的《洗钱控制法》规定，构成洗钱罪将被判处 20年有期徒刑和 50 万美元或

两倍于所洗黑钱的罚金、没收财产; 《瑞士联邦刑法典》则规定洗钱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8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无设置上限。由于
处罚严厉，一些金融机构被迫关闭或被收购。

这导致该罪的刑事追究程序的启动有偶然性，司法实践中鲜有以此罪名进行单独立案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也可以
解释为什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
立案标准是 30 万元，而在司法实务中，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财产”数额往往远超出这个最低标准，动辄成百万、上
千万甚至上亿。( 参见: 尹明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考察》，《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1 期)

以行贿罪为例。2011 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行贿和受贿并重的
方向，但纪检监察部门制发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提法: 现阶段对受贿和行贿不宜完全同等对待，打击受贿是第一位的，应

当在确保受贿行为得到有效惩治的大前提下，逐步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这导致打击行贿犯罪受阻，《解释》施行后的
2013 年，行贿一审案件占受贿案件的比例仅比 2012 年增长了 0. 3 个百分点，缓、免刑率甚至还上升了 0. 3 个百分点。( 参见: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以某国家局为例，纪检监察和审计处只有 3 名工作人员，同时还挂有信访办公室的牌子，却要负责全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落实，对 26 个管理局、办事处和 100 多名局级干部的监督，以及内部审计、信访举报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而在一些国家部委，内部审计竟然是财务管理部门的一个下属部门，这种让“老鼠”管“猫”的制度安排显然削弱了监督
的有效性。( 过勇:《完善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的几点建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 4 期)



能力尚显不足。一是取证工作不严谨。实践中常出
现取证不规范、取证不全面、固定证据不及时、事后
反复补证的情况，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证据的合

法性存在问题，导致腐败案件查处不利。二是检察
机关侦查措施落后，手段缺乏，特侦技术受到严格限

制，使贿赂犯罪仍然以突破言词证据作为调查手段，

侦查工作特别是取证和固证工作十分被动。三是查
处机制不健全。专门的侦查管辖制度没有建立，异
地交叉办案模式尚处探索阶段; 机动侦查权的范围

被严格限制，而且实施方式受到制约，对很多特殊案

件无权灵活处理。［10］

三、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建议

前文的分析表明，中国要缩小和 UNCAC 的差
距，有必要从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两方面入手，正视

问题，逐一克服。对于法律制定中的不足，应以刑事
法律的完善为核心，扩大贿赂犯罪、贪污挪用等犯罪
的对象; 减少“为他人谋取利益”“没有获得不正当
利益”“归个人使用”等不必要的构罪条件或不合理
的出罪项; 增加贪腐犯罪行为方式，适当将刑罚前

置; 适当提高某些犯罪的法定刑，进一步增加罚金刑

的适用，等等。同时，以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为重点，
提高刑事实体法律适用效率，主要是健全财产申报

制度、制定《举报法》、完善刑事诉讼法。中国目前
相关的规定为 1995 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以及 2007 年
颁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范》，但这两个规范都存在缺陷。应扩展申报主体
范围，明确申报财产范围以及如何核实申报情况，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打前哨”。中国举报
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举而不报、报而不实、实不敢报、
报后担忧的产生，且多数是匿名式的举报，检察机关

在接到举报后因一些情况无法落实，调查只能止于

中途，导致某些贪污贿赂案件无法查处。应建立较
为完备的举报人保护制度，畅通贪腐犯罪的发现渠

道。中国应完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完善
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包括确立“强制作证”与“刑

事免责”制度，建立对“污点证人”酌定不起诉制度。
徒法不足以行，在实践中，还需要从优化机构职

能与机构衔接、加强反腐败机构的内外部制约、提高
司法能力等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努力。
首先，应优化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协调衔接。纪

检监察机关统筹协调反腐败工作，包括继续承担颁

布有关法规文件，制定战略规划，协调各机构间的职

能，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将内部审计纳入到纪检监察

机关工作职能中去，将其作为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

的重要手段。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统管腐败案件举报
和调查工作，当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审计机关等发现

有党员领导干部涉嫌腐败的时候，应尽早将有关情

况移交给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国家预防腐败局组织
腐败预防工作，中纪委、监察部依托各派驻机构，深
入开展腐败预防工作。［11］

其次，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地位和职能。
中国的检察机关与 UNCAC 意义上的“专门的反腐
败机构”之要求差距较大，因此，一是要真正赋予检
察机关独立的反腐败案件侦查的地位，在中国法律

上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人事权、财政权、案件受理权。
二是应赋予反腐败机关足够的权力，通过体制改革

和立法对其进行充分授权。反腐败机构要能胜任反
腐败工作的需要，就必须获得充分授权，这些权力包

括独立接获腐败举报、独立地对举报信息的调查价
值做出判断并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秘密调查权，以及
推行预防制度的强制权力等。①

再次，通过体制改革对反腐败机构设置与其权

力对应的外部和内部制约机制。对反腐败机构设置
制约机制是必须的，而不论对其授权是否充分。目
前中国反腐败机构在授权不充分的情况下，由于缺

乏有效制约，导致内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时有发生

就是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反过来说明，制约机制
并非一定要与授权充分与否挂钩。当然，授权充分
之后，对应的制约机制更要跟上。否则，可能滥用反
腐败权力的情形和后果也会很严重。［11］

最后，提高贿赂犯罪司法侦查能力。包括赋予
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权，提高办案机关掌握和固定关

键证据的能力; ②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进一步提升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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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检察院目前名义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些权力，但同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实际上是否拥有这些权力以及

拥有多少，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具体地说，赋予检察机关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特情侦查、卧底侦查、控制交付、秘密搜查、秘密拍照或录音

录像等权力，保证检察机关有权采取查处职务犯罪所必需的侦查措施。



查能力、讯问水平、庭审水平，扭转过于依赖行贿人
口供、忌惮行贿人翻供的状况; 重视客观性证据的收
集、固定和运用，积极探索电子数据收集、运用的措
施和方法，网上侦查和网下侦查相结合，加快侦查方

式和办案模式的科技化转变; 赋予司法机关更多的

办案手段，大力推动信息主导型侦查方式，建立案件

信息查询平台，打破部门壁垒，提高突破案件的信息

获取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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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hievements，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nti － corruption Law in China: An Evaluation based on UNCAC

YAO Shi
( 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nti － corruption． A lot of work has been done to com-
plete the legislation． A consistency of value with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 UNCAC) shows not only in
laws but also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Meanwhile，senior official － corruption has been strongly controlled． Howev-
er，compared to UNCAC，some problems exist in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such as narrow definition of constitu-
tive elements，unreasonable sanctions，inappropriate defenses and lack of relevant stipulations． In addition，some
defects exist in the enforcement of anti － corruption law，including inefficient in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
mong anti － corruption agencies，low level of judiciary independence，confusion of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nade-
quacy of judicial capacity． Therefore，it＇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criminal law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judicial organizations，optimize the functions and the cohesion among anti － corruption agencies，
strength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and improve judicial capacity．

Key words: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 UNCAC; anti － corruption; punishing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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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是依托现代信息科技进步的有利条件，运用单位代码、人口、车辆、民航、金融、房地产、水电煤气等各类信息查询
平台以及话单分析、数据恢复、心理测试等侦查技术。( 参见: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